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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失败后，东南沿海地区成为西方文

化传播的核心区。随着开埠口岸的向内延伸，西

方建筑文化也因外国人的到来、政府的主导以及

民间自主建造的方式开始在中国腹地传播开 [1]。

湖南省城长沙在“五口通商”六十几年后才

开埠，是南方地区最晚开埠的重要城市之一。被

外国人视为最保守和排外的湖南 [2]，让一切外来

文化的传入都面临着极大的阻力，其中也包括西

方建筑文化 [3]。但与此同时，在湖南又活跃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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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最具影响力的办洋务倡西学的先锋 [4]。在近代

中国激烈的文化嬗变进程中，这种保守与开放的

两极化，是否会在建筑上有所反映？

作为最重要的礼制建筑，祠堂是乡土社会里

宗法制度的物化象征。然而，在湖南乡村，许多

祠堂摒弃了传统的形式，成为村中唯一的西洋风

格建筑，并被当地人称为“文明建筑”，如靖州寨

姓村林氏族人、曾任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的林

见非老人，在 1989 年描述本族林氏先祠（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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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安特卫普 圣夏尔·博罗米教堂图1：林氏先祠

时写道：“民国癸酉之年（按：1933 年），

另建新牌楼，塑造古典人物花草，栩栩

如生，别具风格，为乡里少见之文明建

筑。” [5] 这洋式风格的正门脸与传统牌楼

式或屋宇式门脸有着显著差别：起伏的山

花与挺拔尖锐的扶壁柱强调了一种西式教

堂般的垂直体积；拱窗和塑有神像的壁龛

这类西方建筑元素占据了立面上重要的位

置。此时湖南乡村“文明建筑”里的“文

明”显然是在影射着源自西方的建筑文明 

（图 2）。

同一时期，传统祠堂与“文明建

筑”式祠堂并立。结合当时湖南社会特

殊的保守与开放的二元性，展开对这些

建筑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现代

文明的冲击下，地方传统建造体系的应

对。有别于近代中国一些中心城市的建

筑，湖南的这些祠堂均出自地方工匠之

手，其结构体系和所用材料依然延续了

地方传统做法，但由于其业主是已受到

“文明化”熏陶的新士绅阶层，因此它们

的功能与外观也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二

元共存。本研究也因此有望在两个以往

研究关注较少的方面贡献于中国建筑史 ：

一是传统乡土建筑体系在 20 世纪初因外

来文化影响和内部革命诉求而呈现的改

观，二是西方建筑体系在传入中国之后

从口岸城市波及至内陆腹地，其间不断

适应地方物质条件和文明理念而留下的

遗痕。近代湖南祠堂建筑就体现了二者

的交集，而其研究将为中国传统乡土建

筑和近代建筑研究提供一个独特而生动

的案例，同时在方法论层面为解析国内

其他地区类似建筑提供一个参考。

一、近代建筑的“文明化”

被人称作“文明建筑”的洋风祠堂是

因何而得名？据《辞源》，“文明”一词在

中国古代意为文采光明、文德辉耀 [6]。今

天作为 civilization 的概念是从 19 世纪中期

经传教士和日本的汉译后，才随着中文吸

收日文新词的大潮又被重新定义。“文明”

的观念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进化史观

为基础，成为当时一个标榜西方先进性和

优越性的概念 [7]。到了 20 世纪，人们不再

使用“文明”的古代意义，而是将其理解

为“进步”，理解为西方社会的科技、教

育、文化和艺术的成果，乃至西方社会的

风俗习惯，甚至成为青年人追求的时尚 [8]。 

在当时“不拘何事何物何语，俱连累及此

两字，当乎不当，无暇顾也。”[9] 如“文明婚”

（西式婚礼）、“文明戏”（话剧）、“文明棍”

（手杖）和“文明学校”（新式学堂）等。

传统的建筑体系在这波巨变中也避免

不了“文明”的冲击。自庚子之变后，“人

民仿佛受一种刺激、官民一心，力事改良，

官工如各处部院，皆拆旧建新，私工如商

铺之房有将大赤金门面拆去，改建洋式

者。”[10] 然而那些只追求外观绮丽的仿西式

建筑，其室内可能仍昏暗闭塞。对于这些流

于表面的改良，当时就有许多的批评声 [11]。 

中国近代第一部建筑学专著《建筑新法》

的作者张锳绪在序言中写道：“凡取法外人，

贵得其神似，然后斟酌我国之习惯，而会

其通，斯为尽善。若夫枝枝节节，徒摹其

形似，而不审其用意之所在，非效法之善

者也。”他更是对建筑的“文明化”进行了

解读：“况泰西学者，分文明为精神物质二

者，必物质文明日增而精神文明始得藉以

表见，否则徒言精神，而不据物质以研求

之，则文明亦无裨实用。”[12]“文明”的建

筑，并不应只是外观简单的模仿西化，而

是承载精神文明的场所。精神文明也需要

通过物质文明（“文明建筑”）给予人们启迪，

真正引导人们对现代性的思考。

二、湖南乡村“文明建筑”的出现

祠堂的“文明化”建造活动贯穿了整

个 20 世纪上半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

景下，湖南乡村“文明建筑”的建造经历

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影响到了贵州的东部

地区（图 3）。

1. 发轫——清末民初

自 1899 年，湖南开埠后，许多国家

都在长沙、岳州等大城市建造海关、洋行

和教堂等西式建筑。但此时湖南的社会氛

围依然对华洋杂处存在极大敌意。对于湘

人来说，洋人是湘军的宿敌太平天国的洋

兄弟，洋教则是无恶不作的“邪教”。激

烈的反洋人反洋教是湖南社会对西方文化

的一种自发的防御性反应 [13]。此时西方文

化的影响范围也主要在长沙、岳州、常德、

湘潭，这几个向外国人开放的城市。相比

起商贸活动，西方传教士在 19 世纪就开

始了在湘的传教活动。但早期的教堂都是

利用旧房改建而成，虽然内部装修已经开

始西化，但仍保留了原来建筑的外貌 [14]。

1902 年建造的长沙天主堂是湖南真正意义

上的第一座西式教堂。而仅过八年后该建

筑就在带有仇外情绪的“抢米风潮”[15] 中

被拆除。

然而，如梁启超所说：“湖南以守旧

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

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

实维新之区也。”“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

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

而真维新之人亦复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

者也。”湖南是守旧与维新两派斗争最为

激烈的一省 [16] 于此可见一斑。同样，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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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立在湖南近代建筑之中也有所反映。

在对洋人敌视的情况下，湘人对西方

文化及维新思想的认识更多是来自于中国

人。特别是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知识分子

对西学的传播和实践。其中两位驻外使节

郭嵩焘和黄遵宪的贡献对湖南及全国的思

想启蒙有着特别的意义。出自湖南湘阴的

郭嵩焘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将出使英

国途中的见闻与思考写成了《使西纪程》。

作为最早亲临西方世界与文明的高级官

员，他批评了守旧派的无知和传统的“夷

夏”观，称赞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并

主张开放 [17]。这本书刊行后给当时中国社

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朝野内外一片哗然，

致使该书惨遭毁版查禁。尽管如此，郭的

激进思想依然激励了包括后来任湖南巡抚

的陈宝箴在内的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吏

去了解和学习西方。另一位是黄遵宪。他

在《日本国志》里详细介绍了日本明治维

新后的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主张。

他任湖南长宝盐法道时，先后创办时务学

堂、南学会、不缠足会、《湘学新报》、《湘

报》等共 19 个新式学堂学会报馆，数量

领全国之先 [18]。郭、黄两位把西方的文明

观带到了湖南，明确告知人们中国仍然处

于“哈甫色维来斯得”（half-civilized，半文

明）状态 [19]，湖南风气尚未进文明 [20]。他

们是对“通过日本学习西方”这一近代中

国独有的学问方法和有意识观察日本的最

早实践者 [21]，也是直接影响了张之洞提出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的倡导 [22]。

而郭著同时还是近代中国精英直面西方城

市和建筑的最早记录，其对伦敦城市街道、

高楼和水晶宫的描写足以激发读者想象西

方建成环境所体现的物质文明。

1895 年湘军败给日本后，湖南将甲午

战争的失败怪罪于自己，认为是“我们湖

南人害国家的”[23]。这种自责的情绪很快

就变成了湘人一股强烈的救世使命感。随

着 1898 年，张之洞的《劝学篇》首先在

湖南刊载，明确了学习西方对于经世救世

的重要性。加上全省上下开民智、求变法

的强烈需求。湖南很快全面实施各类新政，

其中新式教育的成绩最显著 [24]。

湘中宝庆府（今邵阳市和娄底、益阳

部分地区）是全省最早办起实学的地区。

“睁眼看世界”的魏源是宝庆人。他在教

育教学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和“通

经致用”。这样的教育主张之下，一批湘

中学子选择了弃笔从戎，其中不少日后成

为办洋务兴实业的主力军。在废除科举之

前，两位湖南学政徐仁铸和江标在主考宝

庆的时候命题多为《问德国占胶州青岛其

蓄意在于何时》、《改并书院课实学时务议》

等时政题或魏源、龚自珍的治国治学主 

张 [25]。可见“识时务”是宝庆学子的基本

素质，他们顺应了发展的趋势，虽在这湖

南偏远的腹地，却具备了放眼世界的国际

眼光。湖南的“文明建筑”式祠堂较集中

在湘中地区，并分布至湘南、湘西甚至贵

州和广西的乡村，是远离大城市及受基督

教影响较强的区域（图 4），但是是与当地

新式学堂的分布与数量紧密相关。

1902 年以后，湖南新式学堂骤起，而

具新式办学经验的人才匮乏。为缓解师资

的困难，在当局的支持下，湖南出现了一

股留日热潮。自 1904 年起，湖南留日人数

一直位居全国前列 [26]。也是这一时期，湖

南的乡村开始出现对祠堂的“文明化”改造。

其改造多由这些留日学生所主持。1903

年，蔡锷同友人回国后将儿时就读的经馆

改造为新式小学。双江钟氏族人钟光谟在

日本正则英语学校进修回国后，于 1916 年

在钟元帅府开办了至德学校（图 5）。1917

年，蔡锷生前留日同窗，为纪念他而将武

安宫改为洋式门脸的蔡锷公馆（图 6）。这

些“文明建筑”一般都有拱形门窗，曲线

山花（pediment）和拟似哥特建筑柱顶尖饰

（pinnacle）的装饰物等西式建筑较为常见的

图3：“文明建筑”式祠堂信息图

图4：1922年基督教在华传教报告《中华归主》所示教

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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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母题，个别如蔡锷公馆甚至还有盔形

门帽（door hood）以及形如圆明园西洋楼

大水法的异形拱等更为独特的西式作法。

2. 暂停——军阀割据

1915 年袁世凯复辟，掀起尊孔复古逆

流。随着帝制复辟失败，北洋军阀分崩离

析。湖南作为南北要冲，成为兵家必争之

地。十余年间，湖南最高军政长官换过十

多人次。其中汤芗铭、张敬尧督湘时，作

恶于湖南，各类新政，包括新学的推行阻

力极大。留学人数骤减，守旧势力恢复祠

堂功能，并重新办起私塾 [27]。因此这一时

期极少有人推进祠堂的“文明化”建造。

自 1899 年到 1920 年期间，湘中地区向日

本派出的留学生曾一度占全省留学生人数

的 1/3。以宝庆府为例，这一时期输出了

一批后来被载入中国历史的人物，包括蔡

锷、陈润霖、陈天华、谭人凤、李剑农以

及新宁人刘敦桢等 [28]。

3. 发展——国民政府时期

1934 年启动的“新生活运动”，是

以 “礼、义、廉、耻”等中国固有的道德

标准为准则的一场社会教育运动。蒋介石

希望将这一准则贯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当

中，以文明开化的日本社会和西方的“文

明”为模板，通过扩大教育范围，实现对

全社会的改良和民性的改造，并最终达到

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

一方面大力普及中小学教育，另一方面要

求各省严厉取缔私塾。这场新生活运动名

曰“继承传统”，其实是在学习西方。在

1932—1943 朱经农担任湖南教育厅长期

间，贯彻了“一保一国民学校，一乡一中

心学校”的方针。政府主办中小学校，地

方士绅募捐办学，多数利用宗祠为校舍 [29]。

私塾转新式学校的过程中，湖南乡村

大量祠堂被“文明化”改造，其中包括邵

阳富商杨芝庭将杨氏宗祠改为俊德学校，

以及由当地官员主持的改建工程，如冷水

溪杨氏宗祠、洞口杨北公祠、武冈周氏宗

图6：蔡锷公馆图5：至德学校（钟元帅府）

图7：康氏宗祠内“八德”标语

祠、新化康氏宗祠等。这些祠堂不乏有在

内墙上书写时任湖南省主席何健所倡导的

“八德”训育。“八德”即“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 [30]，是何为配合新生活运动

提出的文明化目标（图 7）。到 1938 年新

开辟西南公路后，外地营造厂和泥木工人

带来了新材料和新技术 [31]，也同时将这类

祠堂建筑风格影响扩散了出去。其中，著

名的贵州三门塘刘氏宗祠的掌墨师就是湖

南靖州人。

三、湖南乡村祠堂“文明化”的演

变特点

相比大城市中人们对建筑现代化纯粹

与明确的追求，这些湖南乡村祠堂的“文

明化”具有复杂性与混杂性，往往表现为

将传统建造技术、材料、式样及祠堂功能

融合在演变中。本文研究的祠堂，其主体

结构沿用了传统穿斗式木构体系，并基本

以本地材料为主，只有极少数采用了一些

新材料 [32]。其建筑的“文明化”则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满足亦祠亦校的

双重身份，祠堂各空间功能的重新分配与

布局，二是造型脱离了传统样式后，开始

采用外来建筑造型母题（如上文提到的山

墙 pediment、拱、柱顶尖饰 pinnacle，以

及门帽 door hood）和具有文明象征意义

的装饰母题，以向社会表明其“文明”身份。

1. 适应新功能的平面布局

湖南的祠堂按规模可分为小型和大型

两类。小型祠堂主殿面阔三间，仅一进一

院。平面与《性理大全》所绘祠堂图相似

（图 8），是祠堂的“基本形式”。大型祠堂

多为三进，依次为大门、中堂和寝殿，也

有两进一院，即大门与正殿。《朱子家礼》

有云“祠堂之制，三间，外为中门，中门

外为两阶，皆三级……阶下随地广狭以屋

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在“基本形式”

的基础上，大家族为“可容家众叙立”往

往前坪宽敞，“以屋覆之”则可能发展成

了中堂或享堂。无论祠堂大小，其功能都

以祭祖为主兼修谱、议事、聚会或兴学等。

因此祭祀功能由祠堂中轴线上逐级抬升的

序列空间所承载。其他次要功能则分布在

中轴线以外，如办学场所则设于大门两侧

被称为“塾”的耳房，既私塾 [33]。

随着时代变迁和制度的变革，人们的

观念、习俗都发生了改变。通过体现人们

观念、习俗的社会行为和组织形态的调整，

人们将外部环境中新的空间意义转译为建

筑空间的意义 [34]。为适应新的形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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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祠堂建筑的主次功能需求发生了转变，

也促使平面布局的变动。湘中地区大型祠

堂的教育功能，从只收本族子弟的私塾转

型成广招学员的新式学校。需通过内部调

整或外部扩建，增加教育功能的使用空间。

到民国中后期，祠堂中的祭祀功能则被进

一步弱化。洞口杨北宗祠，根据其民国初

年的祠堂图，当时仍然为传统牌楼式立面

和三进式的传统祠堂形式。而如今的杨北

公祠在 20 世纪 40 年代被改为学校。中轴

线上，大门内宏伟的重檐歇山顶戏台，原

是祭祀仪式和庆典中充当娱神娱人的重要

表演场所以及举办祭祖仪式的中堂，都因

学校开设了体育课，需要内操坪而被拆除

（图 9）[35]。

原先为小型祠堂的建筑则由于自身规

模小，即使内部改造也无法满足做新式学

校的需求，因此这一类祠堂更多采用在祠

堂外扩展使用空间。洞口双江的钟元帅府

原先仅为一进式天井院落。民国 5 年改为

至德学校时，增加了洋式的门脸与两厢教

室，将神主位置移置后建寝殿内，原祠堂

主殿变为学生自修室（图 10）。祠堂的扩

建规模视就学情况而定。如寨姓村的林氏

先祠和三寨村的罗氏宗祠都仅扩建了一路

教室用于讲学（图 11）。

2. 诠释新象征意义的造型

祠堂的“文明化”所体现的新价值与

意义通过建筑外观的许多造型细节进行传

达，如洋式的牌楼造型与新颖的装饰题材。

2.1 牌楼式立面的嬗变

“文明”在祠堂造型上的影响，经历

了一个由隐蔽到显著、局部到整体、单一

到多样的过程。1903 年蔡锷回乡期间，将

儿时就读私塾所在的潘荣公祠改为有豸小

学。这次修葺将两侧厢房改为教室，并在

外墙上开设了连续的尖窗和拱窗（图 12，

图 13）。遵照《奏定学校章程》对学堂建

造的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窗必

开设于相对之两方”[36]。这一做法提升了

作为教室功能的通风采光，却打破了山墙

本为防火防盗而刻意不开窗的做法。但此

时祠堂的门脸仍然沿用了传统牌楼式门。

民国初期，祠堂传统的立面改建为

洋式门脸的做法开始出现。此前改建洋式

门脸的做法已常见于省内大城市中的商铺 

（图 14）。湖南与外界联系很重要的一个中

转站是国际都市武汉。湘资沅澧四条水系都

汇入洞庭湖与武汉通航。随着 1918 年粤汉

铁路武昌至长沙段的开通，两湖地区的交流

更甚。在寨市欧氏祠堂的立面上，泥塑虽已

破败，但“武汉新市风景”的字迹清晰可见。

足以说明，当地人对武汉的认知和神往。当

时武汉租界区内已建设了各式西式建筑，道

路两边的商铺立面也多改为洋式（图 15）。

在现代建筑风格出现之前，巴洛克风格是流

传最广的一种外来建筑风格 [37]。

湖南传统的砖牌楼式门以四柱三间五

楼的形式最常见（图 16）。在改为洋式门

脸的祠堂中，与传统式样最显著的区别在

于将三间五楼小屋顶换成了中间为三角形

或曲线的山花和两翼似涡卷的女儿墙。山

花与女儿墙之间是高出屋面的柱子，柱上

还塑有宝瓶形尖顶饰（图 17）。

从牌楼式门到洋式门脸的转换，是本

地工匠按照自己对“文明”的理解进行表

达，是一次将传统建筑构图要素替换以西

图8：《祠堂之图》所示祠堂“基

本形式”

图10：钟元帅府的平面发展图9：杨北公祠族谱中祠堂图与现状比，戏台与中堂均已拆除

图11：罗氏宗祠加建西边一路教室后“从此演讲有室，

习礼有地”

图12：潘荣公祠侧面西洋式的窗 图13：潘荣公祠二楼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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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风格建筑要素的实践。因为没有对墙身

进行结构性的改动，转换主要集中在墙顶

部。山花、女儿墙和柱顶装饰的组合与传

统牌楼式门平直的清水屋脊造成了视觉上

显著的差异性（图 18）。整个构图的视觉核

心聚焦于明间的顶层，即入口山墙最高和

最突出的部分。这部分采用了明楼还是山

花，是判断祠堂整体风格为传统还是西洋

的决定性要素。梁思成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提出了“建筑可译论”，认为不同民族的建

筑之间，功能对应的建筑构件，可以像语

言中的“词汇”一样将一种民族风格的建

筑“翻译”成另一种民族风格 [38]。梁在进

一步阐释该理论的时候，明确表明中国传

统建筑中，没有对应西洋建筑中入口山墙

（pediment）的做法 [39]。对于未接受过建筑

学训练的工匠们来说，这个上尖下宽的突

出物是与传统最为不同，也是最能代表“文

明”的印象。因此工匠们在对湖南乡村“文

明建筑”的实践中，完成了一次非对应“词

汇”的“翻译” [40]。值得一提的是，主持修

建“文明化”祠堂的人以国民党官员、军人、

留日归国人员和商人为主。前三者主持改

造的祠堂大都用作新式教育的场所。这些

祠堂的造型更为简洁，轮廓线趋向于直线

和简单的曲线，装饰纹样被简化甚至取消

（图 19）。人们通过“文明建筑”传达出来

的一种对过往建筑样式的批判，且顺应了

当时新生活运动下，中国建筑界所提倡的

“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的现代主义主张 [41]。而湘西和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的小型祠堂，多由商人投钱修建 

（图 20）。这类祠堂造型则偏向采用戏剧化

的夸张曲线。外观极富光影和雕刻感，其

功能则仍是敬宗收族的祠堂为主。

2.2 西洋装饰的中国寓意

“文明”化的祠堂除了在造型上烘托

出不同的氛围，在试图进一步表达思想内

容的时候，装饰成了主要的表达手法。虽

然装饰仍延续了传统的技法和材料，但主

题内容已横跨东西。

西洋元素被引入为新的装饰主题，绝

非仅仅是为了新奇。这里对其中几处“外来”

装饰物背后“文明”教化的寓意进行讨论。

自清末起，席卷全国的风俗改良运动中，

湖南的延年会是唯一一个触及极具现代性

和启蒙意义的领域——节约时间。谭嗣同

与熊希龄等一同开办的延年会，意在提倡

对时间进行有效管理，并指摘旧时浪费时

间的社会习俗。延年会章程第一条：“每日

六点半钟起，学习体操一次。七点钟早膳。

八点钟至十一点钟办各事。十二点钟午膳。

一点钟至两点钟拜 / 见客。三点钟至六点

钟读书。七点钟晚膳。八点钟至九点钟办

杂事。十点钟睡。”[42] 时钟对于能够严格执

行会章第一条至关重要。建于 1913 年的谭

嗣同祠，正立面也是 “文明建筑”的式样。

立面素雅无装饰，除了“谭烈士专祠”的

石额外，仅有一座泥塑的时钟位于山花之

上（图 21）。在尔后的“文明”化祠堂上，

时钟几乎成了最受欢迎的洋题材（图 22）。

20 世纪初，“唤醒民众”是中国现代

化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了许多

新式的题材被大众所熟悉。如醒狮、猛狮、

图16：金塘杨氏宗祠传统牌楼式门图15：武昌街上洋式店铺林立图14：老字号“甘长顺”店铺前的

洋式门脸

图17：曲塘杨氏宗祠“文明建 
筑”式门脸

图18：构图差异性示意（上：曲塘杨氏宗祠，下：曾氏宗祠）

图19：杨北公祠素面无装饰

图20：寨市苗族村欧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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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飞鹰等商品商标在湖南广为流通 

（图 23）。而这些大众题材也被“文明建筑”

式祠堂所采纳，以一只张口大吼的西洋“醒

狮”来喻“醒世”之意 [43]（图 24）。鹰隼

并非耕读传家的乡土社会中常见的题材，

因其名发音同“英”且其外貌强健勇猛，

而往往用于体现军事上奋武扬威的气势。

护国元勋蔡锷的军国民育思想对家乡的影

响深远，加上黄埔军校二分校在邵阳武冈

办了七年学，使得当地的尚武氛围浓厚。

在一些祠堂立面的三角楣最高处塑有一只

展翅翱翔的雄鹰（图 25，图 26）。这一装

饰母题在长沙和武汉的一些政府建筑正门

上也可见到（图 27）。

四、结论 

在经济发达地区，西方建筑文化在乡

土社会中的影响是从宅到商铺，到公共祠

堂的演进 [44]。而对于城市化程度较低的湖

南，其乡村中出现的“文明建筑”式祠堂

却是家族里唯一的西式建筑。造成这种差

异的主要原因是两者的近代化驱动因素不

同。前者强调经济关系而后者是政治思想

与教育 [45]。自开埠以来到 20 世纪初，经

济发达地区已经完成了器物层面的嬗变，

转而进入了以思想政治等制度甚至精神层

面的转变阶段。此时湖南经济的近代化方

兴起，而时代主题已变。

湖南发达的新式教育，孕育了庞大的

先进知识分子团体。无论是早期的洋务派

和维新派还是后期大批的留学生，无畏守

旧势力的打压和反扑，他们坚持将自己与

西方文明直接接触的经验带回家乡，成为

促进乡土社会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他们将

传统祠堂改建为亦祠亦校的“文明建筑”，

主要目的就是倡新学，开民智。改造过程

中，传统祠堂的结构体系和建筑材料虽然

没有脱离传统，但建筑功能和外观造型都

与湖南传统祠堂建筑有了显著的区别。首

先表现在传统祭祀功能逐步腾让给新学所

需的各种功能，包括教室、体操场、实验

室等。其次在造型上，工匠们将不存在于

传统建筑中的带有西方哥特建筑柱顶尖

饰（pinnacle）和巴洛克建筑特点的山花

（pediment）替代牌楼式门上的明楼和次楼，

同时广泛采用拱形门窗，逐渐演变成一种

新的程式。这一转变向外明确传达了自己

追求“文明”化的身份。通过装饰主题所

蕴含的理念来教化世俗，是传统社会非常

习惯的方式。西洋主题的出现，自然蕴含

的是“文明”主题下的新理念。传统的吉

祥纹饰被以告诫人们珍视时间和摒弃繁文

缛节的西洋时钟和“唤醒群众”的醒狮等

主题所取代。如果说材料和结构体系依然

是地方工匠传统的延续，那么功能和造型

则体现了赞助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和他们

对“文明化”理想和社会的追求。

 从传统的祠堂转变为复合功能的“文

明建筑”，是自给自足的湖南乡村社会在

面对“宗族社会”向“公民社会”重大转

变时候的一次跨越式文化递嬗的建造活

动。各地乡村“文明建筑”所承载的社会

历史价值不应被忽略。近代建筑史研究者

们对地方建筑现代化的探讨，将有助于打

破学科隔阂，为地方史、思想史等学科研

究提供新的素材，更是为乡土建筑的保护

工作提供新的价值评估维度。

注释

[1] 刘亦师 . 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线与分期 [J]. 建筑

学报，2012，10：70-75.

[2] 传教士海恩波（英文名：Marshall Broomhall）在

1906年发表于伦敦的《中国内地传教团亚当·多尔

瓦和其他教士在湖南的开拓工作》（Pioneer Work in 

Hunan by Adam Dorward and Other Missionaries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写道：“湖南对于中国，正

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

座紧闭的堡垒……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的

图21：谭嗣同祠 图22：时钟题材 图23：独立牌雪茄商标为一只展翅雄鹰 图24：寓意“醒世”的醒狮

图25：三门塘刘氏宗祠立面上的雄鹰和时钟 图26：曲塘杨氏宗祠立面上的雄鹰和时钟 图27：湖南教育总会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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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里集中起来”。参见周锡瑞 . 

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 湘巡抚岑春蓂在宣统二年三月初六到初八给军机

处的电汇奏稿中反应，于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

教堂、新式学校、洋行、海关等洋建筑在暴乱中首先

被焚毁。本地泥木工人成为了事件中的主力之一。因

这些新建的洋式建筑多由广东、汉口等外地工匠承建

而心存不满。参见长沙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长

沙文史资料 增刊 庚戌长沙“抢米”风潮资料汇编 [M].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印刷厂，1990.

[4] 用杨毓麟的话说，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

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

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

[5] 引文出处：《寨姓林氏先祠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四有档案》，收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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